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人类学角色探析
———以英美中人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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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当前国内学界新的增长点，其中，以
“理解他者，理解世界”为使命的人类学当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文对传统上的两个大

国———英国、美国的区域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人类学在其中所做的知识贡献进行了剖

析。 认为人类学在方法上所倡导的田野调查，可为跨文化理解提供基础性的知识。 此外，
人类学对跨区域、跨国别流动性的关注，可作为以国别为单位的研究的有益补充。 在新时

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人类学应当将传统学科特色与中国国情进行有机结合，并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下探索新的理论与方法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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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２０２２ 年）》，区域国

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顾名思义，区域国别学是以某个区域或某个国家为研

究对象，对所研究区域和国家的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的学问，它一方面服务于国家

外交战略，一方面建立学术资料库，逐步丰富完善对世界的整体性认知。 在时代的诉求之下，构建

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以超越此前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学术构建，成
为当前学界义不容辞的任务。①

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研究以交叉学科与深度知识为特点，其中，人类学、历史

学、地理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均可做出自己的知识贡献。 当前，关于各学科在区域国别学中的

知识角色，已有初步的探讨②，本文将着重于讨论人类学的知识角色。 人类学诞生于西方与世界其

他地区遭遇的历史进程中，从一开始，它便以“理解他者”为己任，研究对象是西方以外的世界，这
也使得它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整体世界格局的不同，
人类学所生产的知识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本文将首先梳理英国与美国的人类学在区域国别研

究中的知识角色，并进而讨论在中国当前语境下，人类学可在区域国别知识供给中起到怎样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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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基于‘多语种 ＋ ’和‘ＨＡＧ ＋ ’理念的新时代全球治理卓越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项目

编号：２０２１１１００４９）阶段性成果。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参见陈恒：《超越以西方话语霸权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载《学海》，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如梁占军：《世界史视域下的国别区域研究》，载《光明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第 １４ 版；汪卫华：《“解耦”还是“脱钩”？ ———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关联》，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张青仁：《人类学参与区域研究的历史逻辑》，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２０２１ 年 ２ 期。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的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年会，亦以“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世界民族研究”为主题，就区域

国别学与世界民族研究的融合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理解原始人”：二战前的英国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

作为早期的殖民帝国，英国是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也是最早开始“走向世界”的国家。 早期，
富有探险精神的传教士与商人留下了许多关于异国风情的记载，到了 １９ 世纪，随着现代大学学科

体系的设立，人们开始不满于这些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进而寻求在经验发现基础上的“客
观”知识。 社会科学中诸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一般性工作的一部分。 很快，历史学、经济学、社
会学和政治学便划分了自己的学科领地。 这些学科的研究区域主要限于发源地的国家，它们的学

科目标在于对现代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与解释，并解决随现代性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与此

同时，随着殖民的进程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欧洲人开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群相遇，并在多数

情况下伴随着对这些人群的征服。 从欧洲人当时的经验范畴来看，这些“原始人”是与欧洲人截然

不同的人群，需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甚至需要一门完全不同的学科来进行研究。 于是，人类

学应运而生。①

可以说，在学科诞生之初，人类学是由研究对象来界定的———它研究的是欧洲之外的“他者”。
在这一时期，英国在国内与海外实行的政策有着显著区别———对内，致力于全民自由，改进道德与

智力；对外，尤其是在殖民地区，则施加压迫与暴行。② 这样的政策背后，蕴含着强烈的种族主义理

念。 大多数英国人都带着文明等级论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殖民地的土著人群，同时，辉格党中的一些

激进主义者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也开始对殖民政策进行批评，并推动关于土著人性格、习惯与需

求的分析。 作为辉格党商人之子的人类学家泰勒（Ｅ． Ｂ． Ｔｙｌｏｒ），便是其中的一员。 泰勒深信人类的

心智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解释欧洲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差异。 通过寻找文化中的“残存”，泰
勒在土著人与传统欧洲之间建立起了关联，认为前者是“曾经的欧洲”，并相信，在对土著人进行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拟出人类文明发展进化的历史。
以泰勒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是英国的第一代人类学家，也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 他们

的观点更多建立在内省思辨的基础上，而不是实地的田野调查。 当时的人类学家带有强烈的欧洲

中心主义心态，认为欧洲是文明发展的顶端，世界上的其他人群、其他民族都必须以欧洲为榜样和

目标。 虽然在方法与观念上都有明显的缺憾，但至少，他们试图对不同种群、不同民族相互区别的

身体与精神特征进行分析，并寻找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这为之后“科学”的人类社会研究奠定了

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几个传统帝国的解体，使得东欧、

中欧、欧亚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独立国家，英国也相应成立了一系列研究机构，以服务于新时期

的政府战略。 如 １９１５ 年建立的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东欧研究院（ＵＣ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ｌａｖ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１６ 年建立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ＯＡＳ）、１９２０ 年建立的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都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 同时，从知识上，也产生了对新兴国家与英国殖民地进行调查，获取更深入的所在地知识

的需要。 恰在此时，人类学学科内部亦出现了新的、以实地考察为标志的方法，这便使得人类学与

区域国别研究之间产生了“偶遇”。③ 这种偶遇，要归功于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的马林诺夫斯

基（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Ｋａｓｐａｒ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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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 年。
参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著，高丙中等译，宋奕校：《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５ 年。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ｖｏｌ． ９６， ｎｏ． ３， １９９４， ｐｐ． ７２１ － ７２３．



马林诺夫斯基并非前往原始部落从事田野调查的第一人，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对田野工作

方法的系统的、综合的阐释。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最初源于一起意外①，然而，随着田野调查

的展开，他显然深信，这种长期与土著人生活在一起，并对土著人的生活进行参与观察的方法，是能

够真正达到对他们客观认识的唯一方式。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里，马林诺夫斯基用掩饰

不住的骄傲口吻写道：

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

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 他必须首先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 这

一理想迫使我们必须把全面调查作为第一要着，而不要专挑那些耸人听闻的、独一无二的

事情，或等而下之，找那些滑稽可笑和离奇古怪的事情，把土著人当作一幅扭曲了的、孩子

式的漫画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忍受这种描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幅图画是虚

假的，而且，像许多谎言一样，它也被科学戳穿了。②

这段话，被此后数代的人类学家奉为圭臬。 从此，人类学的目标不再是用二手材料构建虚拟的

“人类发展史”，而是亲身来到土著人之中，探究他们的整体性生活方式。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
当西方人初次来到“原始社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有难以理解的、光怪陆离的习俗，只有像人类学

家一样深入当地，才会“把那个耸人听闻的、野性的、不可名状的‘野蛮人’世界，转化成秩序井然的

社区。”③它意味着对地方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进行描述，从亲属称谓到生计方式，从土地权力到政治

组织，从交换方式到仪式体系，不一而足。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要理解原始人，首先便要抛下作为西

方人的自傲，把任何一种风俗、任何一项制度的存在，放在当地的整体社会秩序中考察，并找出它为

了满足人类需要所发挥的功能。④ 这种功能论虽然有着诸多缺憾，但它相对于此前的文明等级论，
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它不再把原始人视为欧洲人的“早期阶段”，而是在整体主义的视角下，考
察不同社会满足需求的不同方式。 这意味着对原始人的研究正式成为了一门“科学”。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这套方法，恰好满足了当时英国当局的需要，这也使得他及所代表的人类

学在英国一举成名。⑤ 人类学家深信，他们所提供的关于“土著民族”的知识，可以为英国的殖民统

治提供极大的帮助。 如与马林诺夫斯基齐名的另一位人类学家布朗（Ａ． Ｒ．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Ｂｒｏｗｎ）即

写道：

对土著民族的习俗和信仰的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构拟其历史，而是发现它们的意义

和功能，它们在思想、道德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这些能给那些传教士和国家官员提

供极大的帮助，他们是致力于解决土著文明适应新条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的，而
这些新条件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占领才产生的。⑥

布朗随后举例说道，例如，非洲有一种习俗叫 ｌｏｂｏｌａ，它指的是男人在娶女人时需要支付的巨

额彩礼，这看起来是一种陋习，但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并不清楚，贸然废除或者阻止它会带来什么后

果。 这个时候，人类学家关于当地的知识便会派上用场。 或者，当传教士接触到各种原始社会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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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起“意外”的前因后果，可参见〔英〕亚当·库珀著，沈沉译：《人类学与人类学家：二十世纪的英国学派》，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 年。
　 　 　 　 〔英〕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８ 页。

〔英〕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７ 页。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４—３６ 页。
见费孝通：《重访英伦》，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８７ 页。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９ 页。



秘信仰与巫术时，也并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它们，只有人类学家，才能准确地告诉传教士，巫术在当地

整体社会的运转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对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布朗认为应当建立在对土著文化

彻底而系统的了解之上，而正是在这里，人类学可以“为土著民族的管理和教育建立一个科学的

基础”①。
布朗所构想的人类学，一方面应当是通过比较研究，寻找“文化类型”，并进而找寻人类社会普

遍法则的学问；另一方面，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又可以提供关于当地的深度知识，进而使大英帝国

能够“根据知识和理解对附属民族进行公正的统治②”。 正是源于这种深度知识的提供，人类学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政府的欢迎，甚至某些高校的人类学系还参与到了殖民地官员或殖民军官

学校的学生的教学之中③。
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人类学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非洲研究。 自 １９ 世纪末以

来，英国在非洲占据了大片的殖民地，此前被视为圭臬的“间接统治”制度，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

代，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期，英 － 埃苏丹政府资助人类学家埃文思 － 普里

查德（Ｅ． Ｅ． 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前往非洲中部的努尔地区进行了长期田野调查，以提供关于努尔人的

生活报告④，此后，埃文思 －普里查德与福蒂斯（Ｍ． Ｆｏｒｔｅｓ）两位学者又共同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对
整个非洲地区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⑤

这项比较研究的成果，便是享有盛誉的《非洲的政治制度》。 几位人类学家通过对八个非洲社

会的深度考察，将非洲的政治制度分成了两个类别，其中一类是拥有中央集权、行政机器和司法制

度的社会，即“原始国家（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ｓ）”，另一类是缺乏中央集权、行政机器和司法制度的社会，
即“无国家社会（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他们指出，在前一类社会中，间接统治的原则可以很好地适

用，只要传统上地方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巧妙平衡殖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便可以减少新旧制度

之间的摩擦。 而在后一类社会中，由于权力是裂变的，因此，便没有一个可以代表裂变支之间的团

结的人物。 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采用间接统治的方式，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正确的方式是委

任新的行政代理，建立起官僚体制，并用武力加以支撑。⑥

埃文思 －普里查德与福蒂斯所在的牛津大学，在当时是反对应用研究的大本营，然而，在这本

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们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他们宣称，这本书首先是为人类学家提供便利的参

考书，并为比较政治学科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人类学家并非对实践事务漠不关心，书
中所记录的政治制度的变化，正是欧洲的征服与统治带来的，而如果书中讨论的非洲政治制度原则

能够被人理解，“从长远来看就是有利的”⑦。 可以说，这本书的成果及其代表的非洲研究，正是当

时人类学与英国当局关系的缩影：人类学家所倡导的对土著社会的深入理解，及其从整体社会结构

出发的观察，为英国对其他区域、其他国家的了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知识贡献，然而，人类学家内心

深处并不愿意直接为殖民政策服务，甚至对总体上的殖民扩张持有批判的态度。 虽然人类学的知

识生产无法离开英国整体的殖民背景，但它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知识独立性，甚至更多地偏向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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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８７ 页。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８８ 页。
参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著，高丙中等译，宋奕校：《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５ 年。
〔英〕埃文思 － 普里查德著，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华夏

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
参见〔英〕Ｍ． 福蒂斯、Ｅ． Ｅ． 埃文思 － 普里查德编，刘真译，刘海涛校：《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年。
〔英〕Ｍ． 福蒂斯、Ｅ． Ｅ． 埃文思 － 普里查德编，刘真译，刘海涛校：《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５—２６ 页。
〔英〕Ｍ． 福蒂斯、Ｅ． Ｅ． 埃文思 － 普里查德编，刘真译，刘海涛校：《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４ 页。



人而非殖民政府的立场。① 这种知识独立性，也使得人类学留下的知识遗产，在百年后的今日仍旧

具有参照价值。

二、文化多样性的求索：人类学与美国的区域研究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传统的欧洲强国实力大不如前，英国的殖民体系也土崩

瓦解，与此对应，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却迅速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根据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的
回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甚至拒绝加入当时的国际联盟（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当时，美国只有菲律宾一个重要的殖民地，而且，它自身也难以摆脱作为英国“前殖民

地”的尴尬身份。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切。 战后，前殖民主义大国的

殖民版图基本消失，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成为联合国的核心组织者，联合国总部

也位于纽约。 这一时期，美国迫切需要建立起与自身世界地位相称的知识体系与外交体系，区域研

究（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ｙ）的发展，正是这一总体知识体系建设下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从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来看，２０ 世纪早期，奠基性人物博厄斯（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便旗帜鲜明地反对文

化等级主义，进而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相对论”主张。 这一主张认为，在对任何一种文化进行理解

的时候，都应当根据他们自身的术语，并将其放置于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下，而不是随意对文化等级

的高低进行评判。 博厄斯相信，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文化区”（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组成的，而人类学研

究的任务，便是从语言、生态、人格、心理等方面识别出这些文化区，并对其文化特征进行概括。 博

厄斯及其弟子同样推崇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田野调查方法，但与英国人类学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
社会制度的关注不同，美国人类学更注重“文化”对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潜在心理结构与人格特质

的塑造。 他们相信，不同文化会塑造不同的“民族性格”，这些不同的“民族性格”，可以为当今世界

中的许多事件提供解释或预判。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关于世界部分地区知识的积累。 如耶

鲁大学便受命建立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Ｈｕ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ａ Ｆｉｌｅ），成为二战中军方使用的太平

洋地区资料汇编。③ 博厄斯的学生鲁思·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则受命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

候研究日本，并由此提出对战争后期盟国应该如何对待日本天皇的建议。 这项用“文化遥距法”展
开，对文化与人格关系进行深度分析的研究，成为后世人类学家津津乐道的案例。④ 除此之外，还
有一些人类学家对战争进行了更为直接地参与，如有人类学家在军中教授语言和地区知识课程，也
有人类学家应征到日本隔离营进行社会分析。 这使得人类学的知识贡献被当局重视，也为此后人

类学在区域研究中的参与奠定了基础。
１９５８ 年，著名的《国防教育法案》通过，对区域研究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 各大高校纷纷设立

区域研究的相关机构，关于区域研究的总体研究规划设计，也在被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旗舰组

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ＳＲＣ）的推动下展开。⑤ 从美国区域

研究创生初期的几份重要报告来看，从一开始，学者们便对区域研究的交叉学科特征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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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学对英国当时殖民政策的总体影响，可参见 Ａｓａｄ， Ｔａｌａｌ （ ｅｄ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３，作品内容。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徐德林译：《椰壳碗外的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０—４２ 页。
参见〔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等著，高丙中等译，宋奕校：《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５ 年。
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等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 年。
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 － 学术关系》，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而人类学家则积极参与到了美国区域研究的规划与实践之中。① 在由人类学家威廉·芬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ｅｎｔｏｎ）撰写的“芬顿报告”中明确提出，需要特别关注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三门学科在

“整合性区域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② 著名生态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Ｊｕｌｉａｎ Ｓｔｅｗａｒｄ）撰写

的报告中，则明确将培养学生及学者形成文化相对主义的意识，以及提供关于区域文化整体的理

解，作为区域研究的核心目标③。 此后，很多人类学家都或主导或参与各类区域研究项目，其中，最
为值得一提的，当属人类学在东南亚研究中做出的知识贡献。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展开的，它们先后在耶鲁

大学与康奈尔大学推动创办了跨学科的东南亚专业，并给予了长期的经费支持。 这两个基金会倡

导为专业性的学术工作创造必要的体制空间，这样的理念，使得东南亚研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

功利主义的现实导向。 例如，福特基金会虽然希望康奈尔大学提供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情况

的报告，但他们在给予资助的时候，也同意康奈尔大学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当代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所

有面向。④ 此外，与其他边界相对固定、文化相对清晰的区域不同，作为区域的“东南亚”本身便是

在二战中及战后才逐渐形成的，而这一区域的文化、族群、宗教多样性又远超其他地方。 这种文化

多样性，恰好为人类学家的深度调查提供了绝佳的舞台。
在东南亚，人类学家应用并改善了此前博厄斯推崇的“文化”概念。 一方面，受符号学的影响，

格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将文化定义为“经由象征符号获得和传达的行为模式”，并指出，作为文化

分析的人类学“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⑤另一方面，秉
承博厄斯对历史的关注，人类学家相信，在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中存在着某种长时段的“文化气

质”，这种“文化气质”会对近期发生的政治事件造成深层次的影响。 如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便通过对经典爪哇文献的解读指出，当地传统中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权力”概念，这使得他们

在面对现代政治转型时，只能从经典文献中随意拎出一些要素来拼凑，使新建立的政体缺乏内部的

一致性⑥。 格尔兹在 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作品《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也呼应并进一步发展

了安德森的观点。⑦ 在这本书中，格尔兹提出了著名的“剧场国家”概念———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中，
仪式庆典本身才是目的，而权力与支配的需求则是服务于庆典的。 由此，格尔兹对西方现代政治话

语中“国家”的词源学进行了剖析，并认为西方政治学过于强调国家“治理”的层面，而如果简单地

把这种理解套用于其他文化之中，便会遮蔽其对于“国家”更为丰富的认识。
通过细致的民族志考察，格尔兹与安德森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东南亚的民族 － 国家版图，只是

二战后承袭殖民主义遗产的“意外后果”。 这种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分，与传统东南亚的政治形态、
文化传统、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杂乱的整合，恰是造成当代东

南亚国家内部暴力、叛乱甚至屠杀的深层原因。⑧ 在学术生涯晚期的《烛幽之光》中，格尔兹一针见

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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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ｅｎｔｏｎ，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４７．
Ｊｕｌｉａｎ Ｈ． Ｓｔｅｗａｒｄ，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ＳＲ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６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５０．
Ｊ． Ｂｏｗ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Ｌ． Ｓｚａｎｔｏ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３８６ － ４２３．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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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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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殖民计划”的残骸中浮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文化构成，当然差不多到处都是极度

异质的，是各族人民的大荟萃，许多情况下简直是随心所欲的———欧洲政治的短期清算碰

巧把边界设在哪里，边界就在哪里……语言、宗教、种族和风俗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以各种

各样的规模、在各种各样的层级上汇合，即使是最热烈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可能把这当作命

定和必然的而加以合理化、掩饰或搪塞。①

到这里，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已经与现实政治之间拉开了审慎的距离。 它不仅限于描述现

实，而是试图带着批判性的眼光，从历史深处寻求现实秩序的根本性矛盾。 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
欧洲的现代经验只是历史特殊论的产物，当它伴随着枪炮把自己的模式扩展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带
去的不一定是文明的播撒，而是摩擦、困顿与数不清的混乱。 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非是

标准模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诸多新国家的涌现，与其说是对欧洲模式的强化或转世，不如说

是对它的挑战。②

总之，二战后，美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与学术传统上继承了绝大多数的欧洲遗产，但当它成为新

的世界霸主并试图在世界各地施加战略影响的时候，却发现所面对的是一个被欧洲列强切割过的、
破碎的世界。 在理解这样的世界格局过程中，具有反思性，又能够提供深入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学，
便受到了青睐。 早期，美国的区域研究被政治学所主导，而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随着对越战的反

思及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在东南亚区域研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

色。 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人类学总是将“超国家”的区域或“次国家（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地方社区作

为研究对象，进而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进行反思。③ 民族国家是短期政治过程的产物，它与各

国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张力，是需要被严肃对待的话题，而不是简单地将后者塞进前者的硬壳中便可以

解决。
美国的人类学，自始至终都带有很强的“文化”色彩，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所建构的不同意义

世界。 然而，到了 ２０ 世纪晚期，这种阐释主义的方法也受到了很多批评。 这些批评主要指向田野

工作的知识获取过程与文本写作过程，认为人类学家所传递的信息是充满了修辞的、政治的、伦理

问题的，而不是如他们自身宣称的“真相”④。 此外，过于关注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并试图描述其“人
格特征”或“文化气质”的做法，又从知识上把世界分隔为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 虽然文

化区域未必与政治版图相互重合，但当人类学家过于关注文化多样性，并制作出一个个标准的文化

模型的时候，又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人类学传统上对人类普同性的追求，并在底层构建了“文明冲

突”的知识前提。 这种“文明冲突”的现实与知识格局，与人类学的初衷相去甚远。

三、美美与共：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人类学

从前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都是在国家总体世界地位上

升，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强烈知识需求的背景下产生的。 今天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热潮，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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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甘会斌译：《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３５ 页。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甘会斌译：《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１４ 页。
Ｊ． Ｂｏｗ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Ｌ． Ｓｚａｎｔｏ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３８６ － ４２３；Ｄｏｎａｌｄ Ｋ． Ｅｍｍｅｒｓ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Ｗｈａｔ’ｓ
ｉｎ ａ Ｎａ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１， １９８４， ｐｐ． １ － ２１．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Ｅ． 马库斯编，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 年。 对于冷战与美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全面检视，可见 Ｍａｒｋ Ｓｏｌｏｖｅｙ ａｎ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Ｃｒａｖｅｎｓ （ ｅｄｓ），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２．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有强烈的了解他国、认识他国的渴求有关。 需要明确的是，从外交理念

上，我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共荣等理念，与其他带有强烈等级与霸权色彩的大国理念构成了本质区

别。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构建，应当与此前的英、美两国拥有截然不同的价

值取向与知识特色。
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来看，早在 ２０ 世纪初期，便出现了一些对他国进行观察与研究的人类学

作品，如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李安宅对印第安祖尼人的研究①，
都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强烈的“通过他者反观自身”的色彩，研究海外，是为

了更好的认识中国社会自身。 １９４９ 年以来，受当时整体社会局势的影响，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关注

对象在于农村社区与少数民族社会，对海外进行研究的作品相对较少。 ２１ 世纪初，北京大学高丙

中发起了“到海外去”的倡议，并指导学生前往十余个国家进行田野调查，为知识界提供了新时代

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作品。②

正如前文所言，以“理解他者，理解世界”为旨趣的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有着内在亲和

的关系。 在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供给中，人类学仍当扮演重要角色，并做出有中国特色的

知识创新。
首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可以提供关于某个特定区域 ／国别的深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跨

文化理解。 这种跨文化理解，当是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基石。 需要阐明的是，此前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我们的“跨文化理解”使用的多是西方社会之中的概念，并没有真正用源自中国文化、中国传统

的标识性概念来理解异域。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意识的生发及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开
始有一些学者尝试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概念与他文化形成“对接”，突破既有的西方知识体系寻求

对于他文化的理解。③ 王铭铭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亦指出，跨文化理解之本在于“己”文化，其目的

是“以己化他”，借助转化使远方之见成为近处之“觉”的一部分。④ 借助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往返，我
们既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自身。 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国别学不仅是理解他人之

学，更是理解自我之学，是真正明确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位置，建设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体系的

起点。
其次，针对近年来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新趋势，中国人类学亦当在方法上做出新的探索。 自冷

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议题愈发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新的“去疆域化（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状态，也为

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⑤ 由此，人类学兴起了 “多点民族志 （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ｄ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调查方法，对全球化的联结与链条及其中的不平等关系进行了揭示。 例如，政治经

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西敏司（Ｓｉｄｎｅｙ Ｗ． Ｍｉｎｔｚ）所著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一书，
便通过蔗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生产、消费、流通的过程，展现了“彼此互不认识的人们”如何

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生关联，并由此对殖民扩张对地方（包括蔗糖的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影响展开

了深刻反思。⑥ 项飚也在其著作《全球“猎身”》中，分别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展开田野调查，揭示

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流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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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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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Ａｎ⁃ｃｈｅ，“Ｚｕｎｉ， Ｓ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ｒ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ｖｏｌ． ３９， １９３７， ｐｐ． ６２ － ７６．
高丙中：《置身世界之中的知识生产———共同体意识与海外民族志》，载《开放时代》，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如梁永佳试图用老子提出的“贵货”“不积”概念理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库拉交换，详见梁永佳：《贵货不积：以 ＜ 老子 ＞ 解读库

拉》，载《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王铭铭：《从文化翻译看“母语”的地位问题》，载《开放时代》，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Ａｒｊｕｎ 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７， １９９０， ｐｐ． ２９５ －

３１０．
〔美〕西敏司著，王超、朱健刚译：《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年。



在“序二”中，项飚对所采用的方法论进行了阐述。 他写道：

在我的研究中，安得拉邦的农村、海德拉巴市、吉隆坡和悉尼之间的联系并不都是可

以立即观察到的，而直接观察到的联系都是片段式的：一个海德拉巴人正在吉隆坡找工

作，另一个则因为身在悉尼的亲戚拒绝为他提供移民担保而备受困扰，还有一个刚从悉尼

回到海德拉巴，要招收去吉隆坡的工人……为了厘清这些流动和联系，一个抽象化的过程

十分必要。 抽象化将各种联系和流动组织在一个概念体系当中，给那些相互关联的地点

赋予结构上的位置和制度上的意义。 我关心的不仅是显现的、行动者自己意识到的种种

跨国联系，更重要的是去发掘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毫不相干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出

我们以前尚未意识到的问题。①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所感知的世界，都只是片段的、部分的，而学术研究

的责任，则是从这些碎片化的个人经验中，寻找内在的制度关联。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区域

国别研究仍旧停留在按区域、按国别划分的阶段，这种按照既定政治版图划分的思路，会形成知识

上的相互割裂，难以对流动性、联结性、整体性等议题进行关注。 事实上，今天世界中区域 ／国别的

分割，是地理图景与政治过程相互叠合的产物，而由市场等贸易行为生发的打破边界，沟通全球的

意愿，是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另一股力量。 对于这种跨区域、跨国别的现象，人类学有着方法上的

巨大优势，既可从物与人出发，以小见大，从微观层面对政治经济过程及其内在动力进行揭示，亦可

通过跨越边界的研究，更好的思考边界带给人群的积极与消极意义。②

最后，基于和平、基于共享理念的中国人类学家对世界的理解，可为新的世界秩序构建提供基

础性原则。 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我们是在相对晚近的时间节点进入世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已界定好的世界秩序与指导原则。 西方政治经济秩序推广到全球的过程，也
是从知识上重塑全球图景，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霸权的过程。 在前文的叙述中已经提及，无论

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曾经试图用“他者”的知识体系反思自身，然而，受限于一神论的框架，这种反

思仍旧是有限的。③ 而中国人类学界当前面临的重大知识任务，便是对此前整体性的“西方”知识，
及其中蕴含的前提与假设进行全面检视。

著名中国研究专家费正清曾指出，传统中国的世界观是以“天下”为核心的，这是一种不同于

近代民族 －国家为单位，以霸权和实力为基础的世界想象，在现代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它的价

值被不断贬低，而中国亦在现实进程中艰难的适应这套秩序。④ 逐渐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我们也不断地提出与西方不同的秩序理念。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毛泽

东先后提出的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理论，以及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

念，都是试图突破传统世界格局，重构世界图景的努力。 我国的出发点，不是要建立霸权秩序，而是

要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在这方面，人类学尊重他者、平等互惠的价值关怀，与我国倡导的国际事务处理原则有着深刻

的内在相通之处。 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晚年的论著中，在这一点上做出过精辟

的说明。 １９９７ 年，为了回应全球化给人类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挑战，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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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项飚著，王迪译：《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８—４９ 页。
参见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载《学海》，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此前，已有数位学者对西方整体社会思想中的犹太 － 基督教底色进行过反思。 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

译：《甜蜜的悲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年；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ｉｃｋｌ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赵汀阳、〔法〕阿兰·乐比雄著，王惠民译：《一神论的影子》，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９ 年。

参见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念。 根据费先生的阐述，“文化自觉”意味着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

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 在此基础上，也要“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

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进而达致各个民族间和国家间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共存共

荣的局面。① ２０００ 年，在世界人类学大会主席会议上，费孝通先生提出“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

会”，这当是我们今天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层面的概念性判断。②

杨清媚也在其新撰写的论文中一定程度地呼应了费先生的观点。 她指出，中国的人类学，本当

是研究文明的人类学，它追寻的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广义人文关系，可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

解释提供渠道和基础。③ 自学科创始起，人类学便始终追求对人类普同性与多样性关系的理解，此
前英美的人类学家，也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努力。 然而，受制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探索或成为

文明等级论的注脚，或局限于某些“文化碎片”的呈现，没有能够真正在人类普同性的基础上寻求

共生之道。 与之相对，生长在中国知识文化传统中的人类学，始终带有和平的追求与天下的胸怀，
这使得它从根源上便具备了与西方人类学不同的价值关怀。 在当代中国，探求人类文明的多元基

础，寻求替代西方“文明冲突论”的世界秩序方案，是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有机结合之后当形成

的知识贡献。
人类学不仅是民族志，亦是一场思想实验。 正如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Ｔｉｍ

Ｉｎｇｏｌｄ）写道：“我所提出的人类学是要求意识到并接纳他人的存在，学习他们的生活经验，并且将

这一段经历带回到我们的想象图景当中。 这一图景乃是关于人类生活应当是怎样的、未来状况如

何、存在何种可能性的。 于我而言，人类学建立在这种想象力和经历的结合之上。”④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既当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多样传统，又当探求人类作为集体种属的共

性，并进而明确“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方向。 追求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知识互惠、文化互惠、利益互

惠，才能真正地达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ｌａｙ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ｗｏ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ｍ，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ｗｈｉ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刘琪，研究员；杨成，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上海，２０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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